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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辑∗

吴肃然　 李名荟

提要：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路径，扎根理论对近五十年来的
西方学界和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不少研究者对它的
理解和运用仍不够清楚、合理。 本文详细回顾扎根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归纳
其核心技术特征与研究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澄清和总结扎根理论
的内部分歧以及相应的方法论问题。 作为与社会学亲缘最近的质性研究策
略，扎根理论的优势和困境是由美国社会学的学科特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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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 年，美国学者巴尼·格拉泽（Ｂａｒｎｅｙ Ｇｌａｓｅｒ）与安塞姆·斯特

劳斯（Ａｎｓｅｌｍ Ｓｔｒａｕｓｓ）出版了《发现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的策略》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一书，把
“扎根理论”（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这一新词带入了社会科学研究。 在随后

的几十年中，扎根理论在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 ２０
世纪末“应用最为广泛的质性研究解释框架”（Ｄｅｎｚｉｎ，１９９４）。

质性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系统性不够强、理论与方法的关系模

糊、方法论与研究技术相脱节”等问题（吴肃然等，２０１８），而扎根理论

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因此，对许多需要处理质性材料的研究者来

说，它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近二十年来，随着学术思潮的传播，扎根理

论在中国学界也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 在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
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传播学、图书馆学、体育学和医学等众多研究

领域中都出现了介绍扎根理论的经典综述（陈向明，１９９９；王锡苓，
２００４；费小冬，２００８；贾旭东、谭新辉，２０１０；吴毅等，２０１６）、深化扎根理

论应用的技术探讨（王璐、高鹏，２０１０；孙晓娥，２０１１；陈向明，２０１５；范培

华等，２０１７；景怀斌，２０１７）和大量基于扎根理论所开展的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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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为一种发端于社会学的方法论思潮，扎根理论带有天生的社会

学的学科印记，它的后续发展也一直嵌入在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中。
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研究者就会对复杂多面的扎根理论产生单一面

向甚至是望文生义式的理解（黄光国，２００６：６），把握不住这种方法论

的真正优势和弱点。 当前不少“扎根理论研究”就暴露出了上述问题，
在许多研究者的眼中，扎根理论“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实证

主义的科学方法”，“是一套明确的技术”，“有着统一的程序步骤”，然
而无论从扎根理论的发展历史还是理论逻辑来说，这些认识都值得深

入的讨论与反思。

一、扎根理论的产生

扎根理论的创立与 ２０ 世纪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总体背景是紧密相

连的。 自 １８９２ 年创办全美第一家社会学系开始，芝加哥大学就引领了

美国社会学的学科气质和发展方向。 在托马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Ｉ． Ｔｈｏｍａｓ）、
帕克（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Ｐａｒｋ）和伯吉斯（Ｅｒｎｅｓｔ Ｗ． Ｂｕｒｇｅｓｓ）等学者的努力下，
芝加哥学派成为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美国社会学舞台上的唯一主演，他们

开拓了个人生活史、人类生态学和绘制地图法等研究方法，而他们所探

讨的移民研究、族群研究、社会病理学和城市生态学等议题，也成为了

舞台上的主打节目（何雨，２０１６：２）。 该学派的代表作《身处欧美的波

兰农民》（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被视为“美国社会

学的伟大经典” （ Ｃｏｓｅｒ，１９７７：６２），确立了社会学的独立学科地位

（Ｓｈｉｌｓ，１９４８：２６）。
然而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学在美国的不断发展，芝加

哥学派的一些先天问题开始显现（周晓虹，２００４）；大萧条的出现也暴

露出帕克等人的研究在解释力和预测力等方面的不足；同时，大萧条带

来的就业困难也成为一条导火索，促使许多本来就对芝加哥学派的

“近亲繁殖”很不满的青年社会学家群起而攻之。 在 １９３５ 年的美国社

会学协会年度大会上，一群年轻人正式发起挑战，严厉批判芝加哥学派

的传统研究路径。 正如后来的学者所评价的，这场“叛乱”是“一伙站

在实证主义根本立场、开展量化研究运动先头部队‘少壮派’的行动”，
其目的是在“科学客观的旗帜下来反对芝加哥学派的人文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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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意味着逐渐崛起的、以哥伦比亚学派为代表的“变量范式”对主导传

统的、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情境范式”的挑战（何雨，２０１６：１９９，
４４４）。 这一挑战对其后几十年的美国社会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为回应变量范式的挑战，也为挽救芝加哥学派的学术地位，学派的

第二代学者积极展开了自我批判。 １９３９ 年，新一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

人物赫伯特·布鲁默（Ｈｅｒｂｅｒｔ Ｂｌｕｍｅｒ）撰文批评了托马斯和兹纳涅茨

基（Ｆｌｏｒｉａｎ Ｚｎａｎｉｅｃｋｉ）合写的名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 Ｂｌｕｍｅｒ，
１９３９）。 在他看来，这本被奉为学派圣经的著作中所呈现的经验材料证

明不了相应结论，但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证据不够充分。 实际上，该研

究所使用的经验材料具有相当丰富的理论意义，但托马斯等人并未真正

聚焦于此，反而总试图证明一些在托马斯的旧作中早已存在的观点。 布

鲁默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妥的（Ｇｌａｓｅｒ ＆ Ｓｔｒａｕｓｓ，２００６：１２ －１３）。
布鲁默的批评虽然直接针对托马斯二人在 １９１８ － １９２０ 年的工作，

实际却指向了他自己发声的时代。 在变量范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趋

势下，其时的美国社会学研究出现了一个普遍问题，即理论与经验的割

裂。 布鲁默认为，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所出现的那些被变

量范式当作靶子的缺点，恰恰不是象征互动论背后的情境范式所导致

的，而是来自与变量范式同源的一种方法论认识。 这种认识主张：经验

研究本身并不能产生理论，它是被用来校验理论的，而理论则要通过研

究者的偶发奇缘（ｓｅｒｅｎｄｉｐｉｔｙ）来获得（Ｍｅｒｔｏｎ ＆ Ｂａｒｂｅｒ，２００４）。 按照这

种逻辑，从事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学者要做的只是验证理论，而待验证的

理论则由专门的理论工作者提供，这就势必造成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

的二元对立。
可以看出，在试图重建芝加哥学派学术地位的过程中，布鲁默采取

了“以守为攻”的方式：在批评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基础上，他反过来

对哥伦比亚学派主导的变量范式提出了超越性的批判。 这种“以守为

攻”并不是单纯追求学术权力的话语策略，从广义的学科史和思想史

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是从“质性研究”“归纳逻辑”“人文主义”和“历
史—情境范式”的立场来对“量化研究”“演绎逻辑”“科学主义”和“自
然—法则范式”所做的总体性批评。

其实，以保罗·拉扎斯菲尔德（Ｐａｕｌ Ｌａｚａｒｓｆｅｌｄ）为代表的哥伦比亚

学派社会学家也已意识到了假设检验模式的“验证”研究可能导致理

论与经验的对立。 为了在“验证”模式下将这一问题化解，罗伯特·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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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Ｍｅｒｔｏｎ）进一步提出了“中层理论”这一著名的方法论概

念，然而它从学理上来说并不成功（吴肃然、陈欣琦，２０１５；Ｇｌａｓｅｒ ＆
Ｓｔｒａｕｓｓ，２００６：２）。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格拉泽和毕业于芝

加哥大学的斯特劳斯带着各自的知识传统，以弥合理论研究与经验研

究之间的二元对立为初衷，以开辟新的研究模式为目的，提出了一种

“生成的” （Ｇｌａｓｅｒ，２００８：３ － ９）而非“验证的”方法论，即“扎根理论”
（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Ｃｏｒｂｉｎ，１９９８：９ － １０）。 对于其时主导美国社会学的实证主

义范式，对于“系统的观察” “可重复的实验” “对概念的操作化定义”
“逻辑推导出的假设”“验证理论的证据”等量化方法的金科玉律，“扎
根理论”均提出了不太一样的主张（卡麦兹，２００９：６），最终引领了一场

社会科学领域的“质性革命”（Ｈａｌ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６）。

二、扎根理论的发展

（一）经典扎根理论

对许多经验社会学的从业者来说，“创造”或“发现”理论不是自己

的任务，“验证”理论才是。 格拉泽二人的态度则截然不同，他们主张，
创造理论恰恰是社会学家该做的事情，正是这一任务才界定出了社会

学家的身份。 那些针对经验证据所进行的描述和验证是新闻记者和调

查公司都能胜任的工作。 过于强调“验证”扼杀了社会学研究者的创

造力，使得他们在研究生涯的早期就放弃了理论追求。 其实，韦伯和涂

尔干等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所划定的理论范围非常有限，社会生活的许

多重要领域都未被经典理论覆盖，这些领域理应成为后来研究者的理

论空间（Ｇｌａｓｅｒ ＆ Ｓｔｒａｕｓｓ，２００６：６ － １１）。
扎根理论采取了一种既不同于假设检验也不同于民族志的材料处

理方法，它挑战了以下固有的方法论认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是二分

的；资料搜集与资料分析是两个独立步骤；质性研究方法是印象主义式

的，是非系统的；质性研究是量化研究的探索性先导；质性研究只能提

供描述性的个案，无法得到普遍化的理论（Ｃｈａｒｍａｚ，１９９５）。 在格拉泽

与斯特劳斯的笔下，扎根理论研究的过程和规则大致如下：
第一，无需太多研究准备，也无需专门的文献回顾。 研究者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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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的研究主题，但切忌带有预先设定的具体研究问题。 在这一点上，
扎根理论与其他方法论是迥异的。

第二，在搜集经验材料时主要使用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但材

料并不仅限于质性的，量化材料与质性材料有着同等地位。 选取研究

对象 时 不 需 要 遵 循 随 机 原 则， 而 要 运 用 理 论 抽 样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不能像统计学那样追求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反而要围绕

着研究对象间的联系和异同进行持续比较，以此发现理论元素。
第三，对以访谈记录为主的经验材料进行编码。 编码包含两个步

骤：实质编码（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ｃｏｄｉｎｇ）和理论编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ｄｉｎｇ），其中

实质编码又包括开放编码（ｏｐｅｎ ｃｏｄｉｎｇ）和选择编码（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ｄｉｎｇ）
两个子步骤。

第四，在扎根理论的全部研究过程中，要持续撰写备忘（ｍｅｍｏ）。
备忘记录了研究者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各种想法，是研究者对自身理

论意识流的即时记录，不用计较语法和拼写。 不断积累、修改和整理备

忘，对编码进行分类整合，梳理理论逻辑，写作框架就逐渐成型了。

　 表 １ 　 　 经典扎根理论的编码步骤

开放编码

对文字材料进行逐字逐句的检视，用关键词把每一个事态（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标记出
来。 根据概念划分，将关键词聚拢分类，尽可能多地建立起一些概念范畴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经过持续的搜集、整理、比较和分析，概念范畴会变得
厚重，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清晰，此后一个核心范畴（ｃｏｒ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就会涌现（ｅｍｅｒｇｅ）出来。

选择编码

研究者集中关注核心范畴和其他与其有意义联系的范畴。 此时可以通过理
论抽样来搜集证据，对访谈提纲进行相应调整。 当核心范畴变得足够充实，
与其他范畴之间的关系变得足够清晰时，研究就达到了饱和（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状
态。 这时就可以开始进一步的抽象化，将不同范畴进行整合和压缩，以得到
一些实质概念（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理论编码

进行最后一级的抽象，确定多个实质概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了研究
所考察的社会行为过程背后的潜模式（ ｌａｔ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这种潜模式就是研究
所要发现的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参考既有文献，同时借助访谈中所做
的备忘来撰写论文。

　 　 资料来源：Ｈｏｌｔｏｎ，２０１０；Ｋｅｎｎｙ ＆ Ｆｏｕｒｉｅ，２０１５。

（二）程序化扎根理论

１９６７ 年，《发现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的策略》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吸

９７

专题研究 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辑



引了大量在英语学界从事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家。 与此同时，格拉泽

和斯特劳斯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社会行为科学系开设了一系列有

关扎根理论的课程和讲座，带领学生陆续开展研究，进一步提升了扎根

理论的知名度，其应用范围逐渐由最初的医疗领域拓展到了心理学、教
育学和社会工作等多个领域（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Ｃｏｒｂｉｎ，１９９４）。

在初期的繁荣背后，一些问题也浮现出来：虽然格拉泽和斯特劳斯

为质性研究提供了一套程式，但相对于量化研究的“洋八股”（彭玉生，
２０１０）来说，这套扎根理论的方法存在着相当强的不确定性，尤其是编

码过程所表现出的高度个人化特征常常使学习者感到一头雾水。 许多

人在经过大量阅读、学习大量课程后，在尝试运用扎根理论来开展自己

的研究时依然感到无从下手（Ｓｔｅｒｎ，１９９４；ＬａＲｏｓｓａ，２００５）。
为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斯特劳斯和他的学生朱丽叶·科宾

（Ｊｕｌｉｅｔ Ｃｏｒｂｉｎ）在 １９８８ 年提出了一种程序化水平更高、编码过程更加

系统严格的扎根理论。 这个新版本对 １９６７ 年的版本做了诸多修订，试
图将扎根理论的步骤和技术细化为 “一步一步来” （ 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
ｆａｓｈｉｏｎ）的阐述，为那些从事质性研究的新人提供可行指导（Ｋｅｎｎｙ ＆
Ｆｏｕｒｉｅ，２０１５）。

　 表 ２ 　 　 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步骤

开放编码

与经典扎根理论的开放编码过程类似，要求从文字材料中抽象出一些范畴，
进而寻找范畴的属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并将其维度化（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比如在研
究慢性病人的生活时发现了“疼痛”这一重要概念，继而找到“头痛”“胃痛”
“神经痛”等不同类别，再从不同维度来考察它们的频率、强度、持续时间等，
确定变化范围。

主轴编码

确立主范畴（ ｏｖｅｒａｒｃｈｉｎｇ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和次范畴（ ｓｕｂ⁃ｃａｔｅｇｏｒｙ），按照典范模型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ｍｏｄｅｌ），将次范畴围绕着主范畴组织起来。 所谓典范模型，指主范
畴的五个方面：因果条件 （ ｃａｕｓ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环境 （ ｃｏｎｔｅｘｔ ）、干扰条件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行动 ／ 互动及其策略 （ ａｃ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后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确认若干比较稳固的主范畴。
在界定上述五方面因果元 素 的 时 候， 还 可 以 借 助 名 为 “ 条 件 矩 阵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ｔｒｉｘ）的工具，该工具把条件和后果等元素从微观到宏观划分
为 ８ 个层次，研究者可以将手中的材料对号入座。 它们分别是：（１）行动
（ａｃｔｉｏｎ）； （２）互动 （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 ３ ） 群体、个体、集体 （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４）次组织、次制度（ ｓｕｂ⁃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ｂ⁃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５）组织
和制度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 （ ６ ） 社区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 ７ ） 国 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８）国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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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选择编码

在多个主范畴中确定一个核心范畴并围绕其组织理论。 研究者可以按以下
五个步骤（不一定按顺序）开展选择编码：（１）用几句话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
总体描述，提供一条故事线（ｓｔｏｒｙｌｉｎｅ）；此描述需要使用分析性的术语，体现
出核心范畴所引导的理论线索。 （２）继续使用典范模型，找到核心范畴的辅
助范畴（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此建立如下形式的理
论：Ａ（条件）→Ｂ（现象）→Ｃ（环境）→Ｄ（行动 ／ 互动及其策略）→Ｅ（后果）。
（３）确定核心范畴的属性和维度，在维度层次上对辅助范畴进行分类与定
位。 （４）结合经验证据，考察通过上述过程得到的理论是否可靠。 （５）通过
理论抽样填补遗漏的细节，确保足够的范畴密度（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资料来源：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Ｃｏｒｂｉｎ，１９９４：２７３ － ２８５；Ｋｅｎｎｙ ＆ Ｆｏｕｒｉｅ，２０１５。

在这个程序化版本的扎根理论中，编码分为开放编码、主轴编码

（ａｘｉａｌ ｃｏｄｉｎｇ）和选择编码三个步骤，并增加了“维度化” “典范模型”
“条件矩阵”等新工具，进一步明确了扎根理论的分析步骤和分析技

术，试图借此消除新手研究者在资料分析过程中常遇到的茫然感。 斯

特劳斯和科宾努力为质性研究创造出一套可以与量化研究匹敌的严谨

的研究程序，这一做法深深吸引了广大从事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

者。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各个版本的扎根理论中，这套程序化的扎根理

论目前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认可和应用（费小冬，２００８）。

（三）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２０ 世纪的最后 ３０ 年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动的时代，扎根理论也

受其影响，它的另一个版本“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便应运而生。 尽管建

构主义扎根理论的倡导者凯西·卡麦兹（Ｋａｔｈｙ Ｃｈａｒｍａｚ）是格拉泽和

斯特劳斯的学生，但她并没有继承二人对于扎根理论的“发现”主张，
而提出要用“２１ 世纪的方法论棱镜”来重新检验与发展扎根理论（卡
麦兹，２００９：ＩＩ）。 在她看来，格拉泽、斯特劳斯与科宾皆属实证主义方

法论阵营，他们都试图通过研究来揭示世界的真相，但从建构主义的立

场来看，“任何理论形式提供的都是对被研究世界的一种解释性图像，
而不是世界实际的面貌”（卡麦兹，２００９：１３）。 方法论立场的转变进而

会影响研究程序，卡麦兹认为，程序化扎根理论那种事无巨细的编码过

程极大地压制了研究者的创造力，而研究者必须学会容忍模糊

（Ｃｈａｒｍａｚ，２００８），质性研究需要一种流动的框架（ ｆｌｕｉ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基

于这种立场，卡麦兹着手对扎根理论进行了建构主义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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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编码步骤

初始编码

在面对访谈材料时，研究者主要关心两个问题： “研究对象的核心关切
（ｃｏｎｃｅｒｎ）是什么”和“他们如何解决这种关切”。 在编码时，研究者不应以事
态为主题，而以行动为中心，因此编码需要尽量采用 “动名词”，如需要
（ｗａｎｔｉｎｇ）、揭示（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和定义（ｄｅｆｉｎｉｎｇ），这种做法可以更好地表现不同
代码之间的关系。 在编码时应该多使用生动编码（ｖｉｖｏ ｃｏｄｉｎｇ），即采用研究
对象自己的语言作为代码。

聚焦编码
把那些反复出现的、对所研究的现象有重要启发的代码挑出来，通过理论抽
样和撰写备忘等方式将它们提升为理论范畴。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撰写、整理
备忘，充分调动研究者个人的反思性，以此发展理论，实现概念饱和。

　 　 资料来源：Ｈｏｌｔｏｎ，２０１０。

（四）修补与融合

鉴于三个版本扎根理论各自的问题和彼此间的龃龉，近十几年来，
有研究者对它们进行了多角度的修补与融合。

１． 概念辨析

“理论抽样”与“饱和”是扎根理论中独具特色的两个概念，它们为

那些运用扎根理论开展的质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正当性。 正如派

顿（Ｍ． Ｑ． Ｐａｔｔｏｎ）所说：“相对于别的差异来说，不同的抽样逻辑才标

示出了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本质区别” （Ｐａｔｔｏｎ，２００２：２３０）。 然而，
究竟如何从事理论抽样？ 到底什么情况才算饱和？ 几位扎根理论的代

表人物都没有表述明白。 于是，后来的研究者就尝试着对这两个概念

以及相关的应用步骤予以澄清。
德劳克（Ｃｌａｉｒｅ Ｂ． Ｄｒａｕｃｋｅｒ）等人在考察了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 年间《质性

健康研究杂志》上的 ４６ 篇论文后发现：有 ２９ 篇论文的作者声称自己采

用了理论抽样，但究竟如何开展抽样，又如何结合抽样进行后期的理论

建构，都语焉不详。 基于这一现状，德劳克等人用自己的研究实例对理

论抽样进行了澄清。 他们在访谈中发现，对于受过性侵害的研究对象

来说，“说出自己的遭遇”这一行为发挥了几种功能，如实用功能，即说

出以后可以防止侵害再次发生；或是宣泄功能，通过诉说，受害者释放

了自己的情绪；但更常见的是“阐释”功能，通过对他人诉说自己的遭

遇，受害者试图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研究者

认为，使受害者获得对事情的本质解释和因果解释，才是“诉说”最重

要的功能，也是该研究的理论生长点所在。 基于此处所萌发的理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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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者开始重点寻找那些对“阐释”功能有强烈需求的受害者，这
就是应用理论抽样的具体例子（Ｄｒａｕ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德劳克等人进一步指出，在扎根理论研究中仅采用理论抽样是不

够的，派顿曾在自己所编写的教材中将质性研究的抽样方法统称为

“立意抽样”（ｐｕｒｐｏｓｅｆｕ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它包含 １５ 种策略，而理论抽样只是

其中之一（Ｐａｔｔｏｎ，２００２：２３０ － ２４２）。 德劳克认为，扎根理论研究者进

行抽样时，至少还应当借鉴一部分派顿提出的其他抽样策略。 在上述

研究中，研究者就先后使用了强度抽样（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典型抽样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极端抽样（ｅｘｔｒｅｍｅ ｃａｓ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和分层抽样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ｆｕ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四种方法：有的受害者对于“到底该不该

告诉别人”有很多看法，有目的地寻找这种案例即为强度抽样；有的受害

者所受侵害发生在童年，他们普遍不愿讲出遭遇，寻找这种案例即为典

型抽样；有的受害者从来不对别人说起一个字，有的则经常与他人谈起

自己的遭遇，他们都属于极端抽样的对象；而通过调查积累，研究者发

现，受害者可以分为一直不断遭受侵害、童年时遭受一次侵害和成年后

遭受一次侵害三种类型，分别寻找这三种类型的研究对象即为分层抽

样。 在这些抽样的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寻找那些能够较好解释“诉说”
这一现象及其功能的理论资源，推动理论建构（Ｄｒａｕｃｋ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与“理论抽样” 一样， “饱和” 的概念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学者

（Ｂｏｗｅｎ，２００８）指出：虽然许多扎根理论研究都提到了“饱和”，但“饱
和”究竟意味着何种状态，它又是如何达到的，格拉泽、斯特劳斯和卡

麦兹都没能说清楚。 因此，如果某学者声称自己的研究达到了饱和而

停止理论抽样，他人就很难对其做出评判（Ｃａｅｌ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鲍温

（Ｇｌｅｎｎ Ａ． Ｂｏｗｅｎ）认为，要真正理解饱和概念的方法论寓意，研究者需

要采取一种自然主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而非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只有这

样，人们才能摆脱用研究对象的数目来衡量饱和的念头。 真正的“饱
和”指的是概念和理论的饱和，因此，当研究者声称自己已经达到饱和

时，他必须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不是简单地做出声明 （ Ｂｏｗｅｎ，
２００８）。 鲍温的这种说法虽然很难令人满意，但确实切中了方法论问

题的要害。
２． 明确操作规程

除了“饱和”这种概念外，令许多学习者感到困扰的另一主要原因

是三个版本的扎根理论在许多方面说法不一。 虽然几位代表人物使用

３８

专题研究 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辑



的概念有一致之处，但他们的使用方式和所要表达的涵义常常大相径

庭。 面对着概念、范畴、属性、变量、指标、维度、理论等诸多词汇，学习

者常常陷入困境。 仅就上文所描述的编码步骤来说，不仅几位代表人

物的讲法不同，他们各自在不同的文献中所给出的说法甚至都是不一

样的（ＬａＲｏｓｓａ，２００５；Ｗａｌｋｅｒ ＆ Ｍｙｒｉｃｋ，２００６）。
基于这种原因，一些学者尽力对三个版本的扎根理论进行了融合，

提供了数量繁多的辅助工具、实用建议与理论补充（Ｓｃｏｔｔ ＆ Ｈｏｗｅｌｌ，
２００８；Ｆｅｎｄｔ ＆ Ｓａｃｈｓ，２００８）。 在这方面，最为系统化和最具代表性的工

作是拉尔夫·拉罗萨（Ｒａｌｐｈ ＬａＲｏｓｓａ）和伊恩·戴伊（Ｉａｎ Ｄｅｙ）完成的。
拉罗萨首先清理了编码元素的混乱用法，明确了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范畴（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和变量（ｖａｒｉａｂｌｅ）等元素的固定用法和对应

关系，并将编码步骤合为三步：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 虽然

这与斯特劳斯和科宾的编码步骤相同，但拉罗萨将格拉泽和卡麦兹的

部分观点融合进了编码过程，既保留了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细致，又吸纳

了经典扎根理论和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灵活精神，大大提升了扎根理

论在概念运用方面的清晰度（ＬａＲｏｓｓａ，２００５）。 与拉罗萨相比，戴伊对

扎根理论的重塑更加系统。 戴伊原本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带着计算机

和逻辑学领域的跨学科知识，对扎根理论的理念和应用进行了极其深

入细致的探讨、批判和重建。 他首先指出，人们对扎根理论的理解和使

用之所以非常混乱，主要原因在于几位创始人的许多表述本身就是模

糊的。 与拉罗萨的做法相似，戴伊重新梳理了范畴、属性和指标的关

系，批判了格拉泽所持的“范畴—指标”还原论。 其次，他主张用理想

原型（ｉｄｅａｌ 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的方法来替代常规扎根理论应用中的分类法，以
增强概念的分析力。 再次，他主张把模糊逻辑（ ｆｕｚｚｙ ｌｏｇｉｃ）引入扎根理

论，以体现质性分析中最具特点的语义性和多重因果性，这种做法打通

了扎根理论与另一种著名的质性研究方法即定性比较分析（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ＱＣＡ）之间的联结。 最后，也是戴伊最强调的一

点，是把“确证”理论的任务放到扎根理论的内涵中来，即扎根理论不

能仅仅“发现”理论，它需要有清楚的理念和手段来“确证”自己生产出

的理论（Ｄｅｙ，１９９９）。

（五）扎根理论的核心特征

由于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之间存在着大量差异，人们对于扎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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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应用相当混乱，著名期刊 《美国管理学会会刊》 （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的主编罗伊·苏达比（Ｒｏｙ Ｓｕｄｄａｂｙ）就曾总结过

投稿人在使用扎根理论时的常见错误（Ｓｕｄｄａｂｙ，２００６）。 尽管正面界定

相对困难得多，但综观扎根理论的发展，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它的一些

核心特征。
第一，反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演绎—验证”逻辑，主张以逐级归

纳的方法从经验材料中创造出理论，而不是从既有的知识体系中演绎

出理论命题。 避免在研究中出现预置的研究框架和研究问题，这是确

保“扎根”有效性的重要原则。
第二，扎根理论所处理的主要是以访谈记录为代表的文字材料，它

为质性分析提供了一套相对严格的准则、步骤和程序。
第三，对文字材料进行编码，逐级提炼出理论概念与过程机制。 编

码是扎根理论分析的核心要素（Ｂａｂｃｈｕｋ，１９９６）。
第四，运用迭代式的研究策略（ Ｌｉｎｇａｒ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Ｂｉｒｋ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在数据搜集与数据分析中遵循一种相互嵌入、循环往复的滚动

过程。 尽管在其他研究范式中也会出现这种操作，但这些操作大都是

不得已而为之的。 可是在扎根理论中，这种迭代是必备的方法论特性。
第五，使用理论抽样而非统计抽样来选择研究对象。 要研究什么

样的案例是由理论引导的，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做出判断。
这不仅不是反科学的做法，反而体现了科学家的研究技能（Ｇｌａｓｅｒ ＆
Ｓｔｒａｕｓｓ，２００６：６２ － ７３）。

第六，将“持续比较法”作为最重要的分析手法。 研究者不仅可以

对研究中的事件与范畴进行同类和交叉比较，还可以从该研究的外部

如文献和日常经验中来选择比较对象。 这种做法有助于充分发现研究

对象的特质以实现概念化，有助于发现理论范畴的变化尺度，从而找到

理论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Ｇｌａｓｅｒ ＆ 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５：２９０）。

三、扎根理论的内部分歧

（一）激烈争执

在某个学术概念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竞争和批判，是学术场域的常

见现象。 然而，围绕着不同版本的扎根理论所出现的激烈冲突却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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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以致曾有人感叹：那些关于谁是正版扎根理论的舌战（ ｖｅｒｂａｌ
ｓｐａｒｒｉｎｇ），实在令人作呕（ＬａＲｏｓｓａ，２００５）。

在 １９６７ 年与格拉泽共同提出“经典扎根理论”后的二十多年里，
斯特劳斯通过研究和教学进一步积累了使用扎根理论的经验，并对其

进行了改写（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Ｃｏｒｂｉｎ，１９９８：１０）。 然而，他和自己的学生科宾

在 １９８８ 年所撰写的 《质性研究的基础：扎根理论的技术与步骤》
（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一书却遭到了格拉泽的强烈批判。 为了表达对二人

新作品的看法，纠正其观点，格拉泽也极有针对性地出版了一本名为

《扎根理论研究概论：自然呈现与生硬促成》（Ｂａｓｉｃ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ｖｓ． Ｆｏｒｃｉｎｇ）的著作。 在该书第一章中，格拉泽公布

了自己与斯特劳斯的通信，并以极其激烈的语言批判了后者。 他说：
“１９８８ 年你出版了《质性研究基础》，这本书对扎根理论的误读简直到

了极点，它毁了扎根理论……我要求你，召回那本书，你我坐下来，一页

一页地把你的错误挑出来，然后在我们都同意的基础上，重写这本书。
要不然你就把书里与我相关的全部引用都删掉，把有关扎根理论的东

西也全部删掉。 未经我的同意，你不能用这个词” （Ｇｌａｓｅｒ，１９９２：１）。
在往复的电话和信件中，斯特劳斯拒绝了格拉泽这种看上去非常无理

的要求，这激起了格拉泽的进一步批评，他指责斯特劳斯的书让读者误

解了扎根理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Ｇｌａｓｅｒ，１９９２：５）。
对于卡麦兹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格拉泽同样提出了强烈批判。

卡麦兹曾指出，不管是格拉泽和斯特劳斯的“经典版本”，还是斯特劳

斯和科宾的“程序化版本”，都未能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它们都隶属

于有问题的“客观主义”扎根理论。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卡麦兹撰

写了大量有关扎根理论的介绍性文字，许多教科书中的章节出自她的

笔下，这使建构主义扎根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然而卡麦兹的上述批

评也完全得不到格拉泽的认可，相反，格拉泽在 ２００２ 年专门写了一篇

名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的文章，对卡

麦兹进行了详细批驳（Ｇｌａｓｅｒ，２００２）。 在格拉泽眼中，斯特劳斯、科宾

和卡麦兹之所以使用“扎根理论”一词，只是因为他们想借助于这个概

念来“捞好处” （费小冬，２０１７），这种行为侵犯了格拉泽本人的知识

产权。
为了保护自己对扎根理论的定义权，宣传格拉泽版本的、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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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的扎根理论（Ｇｌａｓｅｒ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格拉泽和

他的一些追随者成立了名为“扎根理论学院”的非营利组织，并通过自

己的私人机构出版了各种批评性的论著（Ｋｅｌｌｅ，２００７）。 此外，该组织

还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和工作坊，用以发展扎根理论的方法论和经验

研究。 当然，继续对斯特劳斯和卡麦兹保持批判，也是该组织很重要的

任务之一。
对于格拉泽的上述做法，斯特劳斯和科宾回应道：对任何一个方法

论概念来说，其发明者都不可能拥有永久的产权和解释权，即便只是一

个名称，它也不专属于发明者（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Ｃｏｒｂｉｎ，１９９４）。 不少学者表达

了对斯特劳斯和科宾的支持，他们指出，格拉泽并不拥有“扎根理论”
这一名词的专利，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格拉泽和斯特劳斯最早所从事

的有关濒死病人的研究本来就是斯特劳斯本人的研究项目，格拉泽是

受邀参加的（Ｋｅｎｎｙ ＆ Ｆｏｕｒｉｅ，２０１４）；另一方面，在 １９６７ 年之后，格拉泽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离开了学术界，而斯特劳斯始终跟踪着其后的学术

发展。 扎根理论应当响应学术界的讨论和批判，成为一种演化的方法

论（Ｈａｌ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６；Ｍｉｌｌ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Ｄｕｎｎｅ，２０１１）。

（二）主要分歧

尽管上述争论中的部分言辞过于激烈甚至有些不成体统，但它们

其实蕴含着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１． 扎根理论是不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
长久以来，绝大多数对扎根理论感兴趣的人都将其视为一种“质

性研究方法”，然而在扎根理论学者的内部，这个问题充满了争议。 虽

然格拉泽和斯特劳斯出版的著作名为《发现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策

略》，但正如前文所说，扎根理论的核心关怀是弥合理论研究与经验研

究之间的鸿沟，它并不关心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分歧。 该书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副标题，原因只是格拉泽试图以一个质性研究为依

托，向读者展示扎根理论的应用过程。 然而，到了斯特劳斯和科宾那

里，著作的正副标题被颠倒过来，变成了《质性研究的基础：扎根理论

的技术与步骤》。 在这种语境下，扎根理论成了为质性研究服务的工

具，甚至是专属工具（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Ｃｏｒｂｉｎ，１９９４），这与格拉泽的看法是完

全不同的（Ｗａｌｓ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格拉泽认为，无论是程序化扎根理论还是建构主义扎根理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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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扎根理论的名头来从事 “ 质性数据分析” （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ＱＤＡ）。 ＱＤＡ 旨在将传统的质性研究予以形式化，从而让质

性研究能够在科学形式上与量化研究抗衡。 它并没有触动反而继承了

“验证模式”这一传统经验研究方法论的核心，这恰恰违背了扎根理论

的初衷。 在格拉泽看来，“质性研究方法”根本不属于扎根理论的内

涵，它只是扎根理论被人们应用时所出现的附带意象，可是这一意象却

被斯特劳斯等人当作扎根理论的核心内涵加以宣扬，这是极其荒唐的。
格拉泽指出，扎根理论是一种普适的方法论，它既适用于质性数

据，也适用于量化数据，它不是专门的质性研究方法，更不是许多研究

者所倡导的所谓“定性研究的定量化”。 其实，通过量化证据得到理论

发现，这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常见现象。 然而，由于受到既有方法论的

束缚，很多研究者在从数据中归纳理论时并不是直接按照真实过程来表

述自己的研究，而是把自己所发现的结论“装扮”成已有的理论假设，然
后再依照假设检验的逻辑来“证明”它（吴肃然，２０１３；Ｇｌａｓｅｒ，２００８：１５）。

为了说明扎根理论不是一种“质性研究方法”，格拉泽在提出扎根

理论 ４０ 年之后撰写了 《开展定量扎根理论》 （ Ｄｏ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一书，向人们展示了用扎根理论处理量化数据的可

能。 然而，对于这本书的效力，格拉泽自己也有所保留。 在他看来，假
设检验的量化研究方法早已成了一套固定仪式，那些使用扎根理论的

质性研究也已被复杂的方法论思潮和技术所改变。 想要在这种大环境

下扭转人们的看法，困难重重。
２． 扎根理论究竟研究谁的问题？
在提出扎根理论的概念时，格拉泽等人突出强调了它与其他研究

方式的一个重要区别（Ｇｌａｓｅｒ，１９９２：３ － ５），即“扎根理论所研究的问题

不是研究者自己确定的研究问题，而是研究对象所面临的问题”（吴毅

等，２０１６），“如果研究问题的定义是从研究者本身的兴趣着手的话，这
就违背了扎根理论的目的”（费小冬，２００８）。 然而，在绝大多数研究者

的眼中，学科的身份和传承都要靠研究者独有的理论诉求及其附属的

研究问题予以界定和实现，因此，格拉泽的这一主张是对主流社会研究

观念的严肃挑战。
托马斯（Ｇａｒｙ Ｔｈｏｍａｓ）和詹姆斯（Ｄａｖｉｄ Ｊａｍｅｓ）二人仔细批驳了格

拉泽的这种观点。 他们指出，如果研究者不带有自己的学术问题，而只

是经验性地发现一些日常生活模式（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那研究者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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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完成格拉泽所期许的“发现理论”的任务。 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

都能很熟练地调用默会理解来寻找和发现生活模式，这些显然不是科

学研究者所追求的“理论”（Ｔｈｏｍａｓ ＆ Ｊａｍｅｓ，２００６）。
当然，格拉泽也不是要把扎根理论研究变成解决研究对象实际问

题的“对策咨询”。 之所以要求研究者放弃“自己的问题”，其原因在

于，在没有进入田野开展研究时，研究者自有的那些研究问题全都来自

既有的理论框架。 只有把这些东西悬置起来，研究者才能摆脱“验证”
思维，真正做到“扎根”，“所有的研究问题、概念和范畴都是随着研究

的进展而自然涌现出来的”（吴毅等，２０１６）。 因此，无论是后来哪个版

本的扎根理论，在将研究者的“学术性困惑”置于核心位置时，研究都

难免会落入“验证思维”的陷阱。
３． 文献回顾在研究中居于何种位置？
上述问题进一步引出了有关“文献回顾”的激烈争论。 由于研究

者所关注的是研究对象自身的问题，需要严格避免受到自己携带的概

念框架和问题意识的干扰，于是经典版本的扎根理论坚决反对在研究

之前进行细致的文献回顾。 当然，在研究后期可以和文献对话，但这些

文献都以数据而非背景的形式出现，也就是格拉泽等人所说的“一切

都是数据”（ａｌｌ ｉｓ ｄａｔａ）的主张。
许多学者对格拉泽的这种主张提出了强烈质疑，他们认为，格拉泽

把研究者看成白板的想法过于理想化（吴毅等，２０１６）。 斯特劳斯指

出，任何研究者事先都接受过学术训练，他们势必会把一些理论观点带

入研究，而格拉泽过于低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 （ 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Ｃｏｒｂｉｎ，
１９９４）。 卡麦兹同样不同意格拉泽的主张，她指出，开放的头脑不等于

空洞的头脑（卡麦兹，２００９：６１），“提前做文献研究与受到现有文献理

论束缚是两码事，关键是研究者在做文献研究时要保持一种批判的态

度，而不应该受固有思维的影响” （吴毅等，２０１６），毕竟“前见（ ｐｒｉｏ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未必就会导致偏见（ｐ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Ｄｅｙ，１９９９：２５１）。

在程序化扎根理论中，斯特劳斯和科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背离了

格拉泽的上述理念。 科宾认为，扎根理论在选择研究问题时和其他研

究范式没有太大区别，问题可以来自文献、个人经验和职业经验等多种

渠道（Ｓｔｒａｕｓｓ ＆ Ｃｏｒｂｉｎ，１９９８：３６ － ３７）。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斯特劳斯

和科宾才归纳出了“典范模型”和“条件矩阵”等工具，从而大大提升了

扎根理论研究的程序化水平。 不过，若换作格拉泽来看，这种做法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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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违背了扎根理论的基本精神，最终堕入了“验证思维”的陷阱；斯特

劳斯和科宾设立了一些事先臆想的概念框架，选择性地把材料填充到

框架中，因此他们所得到的理论都是“生硬促成”的（Ｋｅｌｌｅ，２００７）。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格拉泽的立场也会遇到很大困难。 凯利

（Ｕｄｏ Ｋｅｌｌｅ）指出，如果让研究者抛弃所有的理论概念，那么处于开放

编码阶段的研究者就会变得毫无导向，他们对每一个字词都予以同等

关注，最终会得出数量庞大、散乱、冗长的代码，根本无法推进研究

（Ｋｅｌｌｅ，２００７）。 而斯特劳斯、科宾和卡麦兹等人对扎根理论的改造则

为研究者提供了方向，他们的许多追随者都曾表示：格拉泽版本的扎根

理论非常难以学习，而后来的扎根理论才能让他们按图索骥地掌握一

套可以处理质性材料的“科学方法”（Ｃｈａｒｍａｚ，１９９５）。
为了回应“难以学习”的批评，格拉泽撰写过一本名为《理论敏感

性》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的著作，强调扎根理论研究者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

（Ｇｌａｓｅｒ，１９７８），以此提升编码能力。 那些没有能力进行概念化的人才

会想办法去“改进”扎根理论（Ｇｌａｓｅｒ，２００２）。 他进一步强调，扎根理论

的整个研究过程是和研究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依赖于研究者自身

的许多特质。 对任何一个理论发现来说，研究者自己就是它的贡献者。
为了帮助扎根理论的新手进行编码，格拉泽提出了编码家族（ ｃｏｄ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的概念。 不过，这种做法再次为批评者提供了口实。 有研究者

毫不客气地指出，格拉泽所提出的 １８ 条编码家族就是个“大杂烩”，它
不仅使格拉泽陷入了自己所说的“生硬促成”陷阱，而且它远没有程序

化扎根理论所提出的典范模型那么清晰易用（Ｋｅｌｌｅ，２００７）。
有学者对格拉泽的观点做出了非常有趣的评价：如果只能在研究

快结束时阅读文献，那么研究者将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即他已经看完

该领域的相关文献了，那么在完成这个研究后，他就必须进入一个新领

域，能够研究的领域将越来越少，这就太滑稽了（Ｔｈｏｒ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２）。
总的来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将文献回顾融入到扎根

理论研究的过程中（Ｄｕｎｎｅ，２０１１），只要研究者保持充分的反思性，格
拉泽所说的“生硬促成”就不会发生（ＭｃＧｈｅ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Ｒａｍａｌｈ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 基于这种理念，卡麦兹就在自己倡导的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中大大凸显了文献回顾的作用，她主张文献回顾不仅应当成为论文的

独立章节，还应当贯穿整个研究（Ｃｈａｒｍａｚ，２００６：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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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对比

综观三个版本的扎根理论，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

论思潮。 在格拉泽的论述中存在着一些非常鲜明的方法论观点：理论

是生成的，它既不是研究者先入为主的假设，也不是内在于材料中、等
待研究者用严谨步骤来挖掘的“客观事实”。 它是在研究过程中，通过

研究者的主动工作自然涌现出来的。 理论并不是对材料的精确描述，
而是对潜模式（ ｌａｔ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的呈现。 这些潜模式不能被“观察”到，
它们超越于数据，是位于数据之上的、另一个层次的、超越性的概念现

实（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这些表述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西方社会科学

哲学领域所兴起的“批判实在论”如出一辙。 批判实在论将认识分为

三个领域，分别是经验域、实际域和实在域。 经验域与感觉相对应，实
际域与事件相对应，实在域与机制相对应。 机制具有涌现的特质，它不

能被还原为经验域中的事物。 实证主义者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们只把

经验域中的内容看作实在，并始终运用还原论的思维来处理事件和机

制问题（殷杰、安篪，２００７）。 可见，在 １９６７ 年提出扎根理论时，格拉泽

的方法论观念已经走到了社会科学哲学的前沿。 直到 ２０１０ 年前后，有
一些研究批判实在论的学者才提出，扎根理论为批判实在论融入经验

研究提供了最恰当的工具。 它的开放编码阶段恰好可以用来识别批判

实在论所主张的因果机制，而批判实在论中的溯因（ ｒｅ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框架

恰恰也和扎根理论所主张的逆推（ａｂｄｕｃｔｉｏｎ）是一致的。 运用“溯因”
和“逆推”，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扎根理论研究中有关文献回顾的争议

（Ｒｅｉｃｈｅｒｔｚ，２００７；Ｋｅｍｐｓｔｅｒ ＆ Ｐａｒｒｙ，２０１１；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ｓ ＆ Ｔａｖｏｒｙ，２０１２；
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１１；Ｂｕｎｔ，２０１６；Ｈｏｄｄｙ，２０１８）。

颇为悖谬的是，尽管经典扎根理论打破了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观念，
但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反而普遍将其视为一种可以处理质性材料

的实证方法，这就使得批判实在论的色彩完全被淡化，而那些不属于扎

根理论的、更接近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主张反而被强化了。 于是，在斯

特劳斯和科宾响应人们需求、将扎根理论进一步程序化的时候，他们就

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回归到了实证主义的轨道上。 可以说，尽管程序化

扎根理论的影响最为广泛，却恰恰是以方法论的某种“退步”为代价

的。 因此格拉泽不无嘲讽地评价道：程序化扎根理论很好用，研究者不

会失败，但同样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成功（Ｇｌａｓｅｒ，１９９２）。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则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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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在卡麦兹对前两个版本扎根理论的批判中，我们随处都能发现反基

础主义和反表现主义的认识论主张。 卡麦兹否定经验判据的唯一性，
强调不存在客观实在、研究者不可能触碰到被访者的真实经验、被访者

的意义存在着多重结构、意义具有非显白特性，反对理论的一元性，这
些主张都属于现象学运动的知识遗产。 然而格拉泽指出，卡麦兹并没

有真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开创了扎根理论的新天地，反而陷入了斯特劳

斯和科宾等人的 ＱＤＡ 窠臼。 正是因为没能摆脱“追求精确性”的想

法，她才不得不求助于建构主义来解决自己的方法论困难（Ｇｌａｓｅｒ，
２００２）。 格拉泽的这个评价相当具有洞见。

不同的方法论决定了研究方法的不同形象。 对经典扎根理论来

说，研究方法只提供一套指导性的步骤，研究者自身的研究能力非常重

要；程序化扎根理论则提供了一套严格的程序和概念框架，它大大缓解

了研究者自身的创造压力；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同样提供了一套指导原

则，但它远比经典扎根理论松散，研究者可以极大程度地摆脱既有经验

证据的束缚，而且它与前两个版本的扎根理论有着最本质的区别，即前

两个版本的扎根理论致力于寻找“科学”解释，但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已

经不再有这种追求了。

　 表 ４ 　 　 三种扎根理论的比较

社会科学哲学
是否质性
研究方法

研究者形象
对研究传统

的态度
理论形式

经典扎根理论 批判实在论 否 创造者 忘记 潜模式

程序化扎根理论 实证主义 是 观察者 遵循 因果关系

建构主义扎根理论 建构主义 是 参与者 参考 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研究路径，扎根理论的方法论

脉络相当庞杂，正因为如此，它也遭遇到了同样庞杂的批判。 有趣的

是，这些批判常常来自于相左的角度，有人批评它不够清晰（Ｓｏｍｅｋｈ ＆
Ｌｅｗｉｎ，２０１１），有人则批评它过于严格以致扼杀了质性研究的活力

（Ｌａｙｄｅｒ，１９９３）；有人认为它过于哲学化（Ｔｈｏｍａｓ ＆ Ｊａｍｅｓ，２００６），有人

则认为它忽视了最新的哲学进展（Ｂｒｙａｎｔ，２００２）。 可见，致力于对“质
性研究”进行正当化的扎根理论“两面不讨好”地被挤压到社会科学方

法论的一个“骑墙”位置。 在不同方法论派别的对抗中，试图消除对抗

的扎根理论却同时受到了多方诘难。 其实这种现象对社会科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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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来说并不陌生，因为社会科学家身处不同的学术共同体，这些共

同体有很强的文化特性，彼此带有不可通约的哲学立场，人们很容易发

现别人的“根本缺陷”，也会很自然地调用各种解释来消解自身的“不
足”。 要从方法论逻辑的角度去辨识、澄清乃至调和此类矛盾，往往会

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有时甚至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效果。

四、结　 语

邓津（Ｎｏｒｍａｎ Ｋ． Ｄｅｎｚｉｎ）和林肯（Ｙｖｏｎｎａ Ｓ． Ｌｉｎｃｏｌｎ）曾将美国社

会科学的质性研究分为八个历史阶段：传统阶段（１９００ － １９５０ 年），由
功能主义和芝加哥学派主导；现代阶段（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０ 年），后实证主义

登台，追求形式和严谨；模糊风格阶段（１９７０ － １９８６ 年），解释学、结构

主义、符号学、现象学、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各自繁荣；表征危机阶段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０ 年），基础主义开始瓦解；后现代阶段（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５ 年），
建构主义思潮产生广泛影响；后实验阶段（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年）；方法论争

鸣阶段（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碎片化阶段（２００５ 年 － ）（Ｄｅｎｚｉｎ ＆ Ｌｉｎｃｏｌｎ，
２００５）。 在不同阶段，质性研究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上述划分尽管未必准确，但它为我们反思扎根理论提供了一个参

照系。 扎根理论是在传统阶段瓦解、后实证主义登台的情况下出现的，
面对着不断崛起的、以理论见长的哈佛社会学和以方法见长的哥伦比

亚社会学，以实用主义和实际问题为导向的芝加哥学派暴露出了理论

与方法的两方面不足（周晓虹，２００４），由此导致了学术共同体的危机。
扎根理论的出现正是应对这一危机的产物。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扎
根理论是社会学家在科学主义的大背景下对质性研究所做的“挽救”，
在“科学主义制造出来的行为主义和统计潮流”面前，“芝加哥社会学

中的人文与情境因素不得不为自己辩护” （罗斯，２０１９：６０７）。 这一辩

护成形于上述“现代阶段”，是当时质性研究的典型。
总体来看，作为与美国语境下的“社会学”亲缘最近的一种质性研

究策略，扎根理论是被美国社会学的学科特质和发展历程所形塑的。
一方面，在“美国例外论”的知识传统中，社会学与历史学以及哲学的

关系几乎被切断了，社会学的学科内涵中本就显著的“方法”特性被进

一步放大和纯化，人们逐渐将社会学等同于“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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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社会学有迫切的需要将自己“从与社会主义的瓜

葛中解救出来” （罗斯，２０１９：６０８），“严格的科学方法”就成为最“有
力”和最“中立”的工具。 科学主义不仅深深影响了吉丁斯（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Ｈ． Ｇｉｄｄｉｎｇｓ）为首的哥伦比亚学派社会学家，就连芝加哥学派中师承

欧洲人类学的托马斯和深受文德尔班（Ｗｉｌｈｅｌｍ Ｗｉｎｄｅｌｂａｎｄ）和李凯尔

特（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Ｒｉｃｋｅｒｔ）影响的帕克也不例外。 扎根理论是芝加哥学派在

以量化统计研究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冲击下所做出的自我革新，《发现

扎根理论》一书正是“对第二个芝加哥学派研究方法的最好注解” （何
雨，２０１６：２０７），因此我们也就不难接受许多学者所做的共同界定：所
谓扎根理论，就是在象征互动论的框架下来研究社会互动和社会过程

的一种方法论 （ ＬａＲｏｓｓａ，２００５； Ｓｕｄｄａｂｙ，２００６；Ｋｅｌｌｅ，２００７； Ｌｉｎｇａｒ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它并不是一个普适的质性研究框架，而是关注特定问题的

特定研究学派在面对外部冲击时努力构筑的方法论堡垒。 如果研究者

认识不到这一点，不考虑自身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一味地学习和套

用扎根理论，就难免遭遇额外的困难和困惑。
由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的美国主流社会学与其他人文学科渐行

渐远（Ｓｔｅｉｎｍｅｔｚ，２００５），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从上述的第三阶段即

“模糊风格阶段”开始，扎根理论逐渐远离了质性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

精神。 尽管格拉泽等人提出扎根理论之时尚带有对于量化统计研究的

负面看法，表现出一种对于科学主义的若即若离，扎根理论最终还是走

向了科学主义的怀抱。 虽然它后来也陆续受到诸如批判理论和建构主

义等人文思潮的冲击，但是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被动吸纳依然构

成了迄今以来扎根理论研究的主旋律。 在这一方法论领域中，斯特劳

斯和科宾等人的程序化扎根理论始终占据着主流位置，即便是戴伊等

人对扎根理论所做的大力修补，也只是这一主旋律的后续乐章。 而格

拉泽和卡麦兹等人的工作则构成了衬托这一主旋律的和声，尽管它曾

间或地发出一些强音。 我们不难想象，如果缺少了程序化扎根理论的

存在，格拉泽和卡麦兹的观点可能早已为其他质性研究的思路所吸纳

和化解，它们就势必缺少载体来获得独立的方法论形象了。
当许多质性研究方法已经不再把狭义的“科学”追求置于中心地

位的时候，扎根理论还在苦苦坚持这一点，这种坚持给它带来了“严谨

性—启发性”“专业性—实用性”等方法论的背反困境。 在中国社会科

学界学习和应用扎根理论的过程中，科学主义同样体现为一种核心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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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因而上述困境也被完全地依样复制了。 了解扎根理论的历史与逻

辑，也许会为理解和走出困境提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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